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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 昌 智
很榮幸參加這次《江南文化與日本》的學術盛會。我想，主人之所以邀請我們與會，大
概出於三個方面的考慮：
一、揚州文化是江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揚州雖然地處長江之北，人們俗稱之謂“江北”，但她所具有的詩性審美精神恰恰是江
南文化的本質特徵。我理解，文化意義上的江南並非是自然分割或人為劃分的地理、行政範
疇，而是超越自然地理、政治、經濟等實際功利框架的，以人文歷史領域中的詩性審美精神
為核心的人文江南1。
在古人心目中，揚州就是江南，唐代詩人杜牧《寄揚州韓綽判官》“青山隱隱水迢迢，
秋盡江南草未凋”，《遣懷》“落魄江南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
樓薄幸名”，更是膾炙人口。而清代劉大觀則把杭州、蘇州、揚州三個江南文化的代表性城
市放在同一層面作了比較：“杭州以湖山勝，蘇州以市肆勝，揚州以園亭勝。”可見在他的眼
中，揚州與蘇、杭二州一樣，同屬於江南文化。
再回顧一下，為什麼唐代許多大詩人都喜歡遊歷揚州，並留下無數名篇佳作？為什麼唐
末揚州城市會首先突破坊市制，形成“夜市千燈照碧雲”的繁華景象？為什麼康乾時期眾多
具有創新精神的畫家皆會聚揚州，形成與主流畫派相抗衡的“揚州八怪”？為什麼乾嘉時期
揚州學派能繼吳、皖而起，成為全國學術中心？為什麼印壇的浙派、徽派的大多數印人都活
躍於揚州？除了交通、經濟、政治等諸多因素外，關鍵在於文化的力量，而這個文化便是具
有江南特質的文化。研究江南文化與日本，揚州是不可或缺的一個城市。
二、歷史上揚州與日本關係密切
據有關學者研究，從西元630年（唐太宗貞觀四年，日舒明二年）起，到894年（唐昭宗
乾寕元年，日寬平六年）264年間，日本共任命過20次遣唐使，實際成行16次，而經從揚州
的就有九次。因為揚州是當時與海外通航的重要港口城市之一，也是北上進京的必經之路。
而且其時日本遣唐使進長安需獲得朝廷批准，等待批文的最佳地方便是揚州，因為揚州比交、
廣、泉三州離京師近，未獲准進京的隨員多半也就在揚州活動。《續日本紀》寶龜九年（774）
十月乙未條載有遣唐使第三舶判官小野滋野奏言：“臣滋野等，去寶龜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候風入海，七月三日與第一船同到揚州海陵縣，八月二十九日到揚州大都督府。即依式例，
安置供給。得觀察使兼長史陳少遊處分。屬祿山亂，常館驛凋敝，入京使人仰限六十人以來，
1 參見張興龍《江南都市文化視野中的唐代揚州政治文明》，《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9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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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五日臣等八十五人發州入京。行百餘里，忽據中書門下牒，樽節人數，限以二十人。
臣等請更加四十三人，持節副使小野朝臣石根、副使大神朝臣末足、准判官羽栗臣翼、錄事
上毛野公大川、韓國連源等四十三人。”經考查，這次應屬日派出的第十六次遣唐使，是實
際成行的第十三次。寶龜六年即任命了大使、副使，因大使佐伯今毛人生病多次推遲發船時
間，直到寶龜八年才發船，而今毛人卒未成行，所以此行只有副使，得到了觀察使兼長史陳
少遊接待安排2。 一般來講，使團人數早期240多人，後期則在500人左右。而朝廷只批准六十
人，走了百餘里應該還沒有出揚州地界，又接牒文，限以二十人。試想，日本使團有大使、
副使、判官、錄事等官員，還有譯員、醫師、畫師等等，限得太嚴顯然安排不了，最終去了
43人。那麼剩下的400多人，只能留在揚州了。
也就是這一次遣唐使團活動中，還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使團中的准判官羽栗翼，此行
入唐負有特殊使命，十年前，即日本天平神護二年（766）七月，有個下級官吏昆解宮成從
丹波國天田郡獲得一塊酷似“白鑞”（錫、鋁合金，熔點低，可以制器）之物，聲稱不亞于“唐
錫”，並向朝廷獻上自稱用此物鑄造的銅鏡。這一發現非同小可，有礦物能夠取代進口唐錫了。
昆解宮成因此官升幾級，由從七位上一躍至外從五位下。然而當朝廷大舉採礦、依法鑄造時，
卻不見成功，有人懷疑有詐，而宮成不服。所以，命羽栗翼攜帶此物入唐請中國工匠作出權
威性鑒定。《續日本紀》云：“以示揚州鑄工。僉曰：‘是鈍隱也。此間私鑄濫錢者，時或用之。’”3 
這件在日本爭論不休、懸而未決的公案，揚州工匠一眼就辨別出來了。因為當時的揚州，鑄
造銅鏡的技術高超，《資治通鑒》卷一八三載，早在隋代，江都郡丞王世充就曾向煬帝獻銅
鏡屏風。張鷟《朝野僉載》云：“中宗令揚州造方丈鏡，鑄銅為桂樹，金花銀葉，帝每騎馬
自照，人馬並在鏡中，專知官高郵令幼臨也。”唐詩多有詠揚州銅鏡者，如韋應物《感鏡》“鑄
鏡廣陵市，菱花鏡中發”（《全唐詩》卷一九一）；張籍《白頭吟》“揚州青銅作明鏡，暗中持
照不見影”（《全唐詩》卷三八二）。唐玄宗曾在生日時贈群臣銅鏡，並以詩紀之：“鑄得千秋
鏡，光生百煉金。分將賜群后，遇象見清心。臺上冰華澈，窗中月影臨。更銜長綬舉，留意
感人深。”（《全唐詩》卷三）鑒真第一次東渡所攜物品中，即有大銅盂四口，大銅盤二十面，
小銅盤四十四面，一尺銅疊八十面，小銅疊三百面。可見揚州銅鏡等青銅器鑄造技術是朝野
皆知、遐邇聞名的。在很多傳聞中已帶有神話色彩了。所以羽栗翼帶酷肖“白鑞”之物來揚
鑒別真偽是不二之選。再一點，當時揚州鑄錢業十分發達。揚州鑄錢業始于漢吳王劉濞。開
皇十年，詔晉王楊廣於揚州立五爐鑄錢。江淮既為重要鑄錢區，老百姓也利用有利的地理優
勢，私鑄不休。武則天時，“江、淮之南，盜鑄者或就陂湖、巨海、深山之中，波濤險峻，
人跡罕到，州縣莫能禁約”4。天寶後期，官府以高報酬召募工匠鑄錢。天下鑄錢爐共九十九
座，揚州十座，“每爐歲鑄錢三千三百緡，役丁匠三十，費銅二萬一千二百斤，鑞三千七百斤，
2 據《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大曆八年條載：“冬十月，以浙東觀察使、越州剌史陳少遊為揚州大
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使。”又據《文苑英華》卷五八四、《全唐文》卷三九五收劉太真《陳大夫（指
陳少游）謝上淮南節度使表》中云：“臣即以今月（十月）二十五日發赴揚州，其浙東使事，已差殿
中侍御史盧翰權知留後。”可見《續日本紀》中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陳少遊為揚大都督府長史、淮
南節度使，稱其為觀察使兼長史，不妥；二是陳少遊稱十月二十五日發赴揚州，小野滋野等十月十五
日已發州入京，時間有訛錯。似以《全唐文》、《文苑英華》為准。
3 轉引自王勇、中西進主編《中日文化交流史古系・人物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206頁。
4 《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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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五百斤。每千錢費錢七百五十，天下歲鑄三十二萬七千緡”5。正因為有這麼一個背景，所
以羽栗翼一出示礦物，便被揚州鑄工認出“是鈍隱也”。這應該算作揚州與日交往的一段趣事。
有學者推算，遣唐使總人數可能逾6000人，至少不下5000人，那麼經行揚州的則應有
3000人左右，至少一兩個月時間，而且有些不能進京的在揚州逗留時間會更長。其中，藤原
清河、吉備真備、榮睿、普照、空海、阿倍仲麻呂與揚州的關係更為密切。
明代，揚州天寕寺有高僧道彝，字天倫，戒行精專，博通內典，洪武年間曾任府僧綱司
都綱，永樂中奉使日本，卒于其國。臨終作謁曰：“來不為多，去不為少，六十六年，一了
便了。”
從明初到清初，揚州都是日本、琉球等國來華朝貢的經行之地。琉球國凡王嗣位，先請
朝命，欽命正副使奉敕往封，賜以駝鈕鍍金銀印，乃稱王。未封以前稱世子，權國事。康熙
二十一年，命翰林院檢討汪楫、內閣中書林麟焻為正副使，齎詔敕銀印往封琉球國世子應貞
為王，賜御書“中山世土”額。這在當時是一件轟動朝野的大事，天子“賜一品服，繡以麒
麟，而加之尚中之尊中台八座，自國門升車，旌旗獵獵前導，關亭負弩者踵相望于路。上既
慰勞出，而在朝諸臣並為之供張，贈以詩歌”6。汪楫原籍安徽休寧，後遷居揚州。這次奉使
琉球，他盡心盡職，朝拜命夕就道，“有言必以誠告，有事必以實應”，聲名播於屬國。逾年
返命，撰《使琉球錄》若干卷，《中山沿革志》又若干卷，“其搜輯也備，其據依也詳，上之
可作輶軒之指南，次之可備史家之筆削，最下亦可為四方士大夫考異聞、述荒怪之一助”7。
晚清黎庶昌為駐日公使時，曾延請著名版本學家楊守敬在日搜集古籍，多得唐、宋善本，
刻成《古逸叢書》。現這套書的全部版片均藏在揚州中國雕刻印刷博物館內，版片為日本櫻
花木，也系日本雕工雕制。田中角榮訪華時，毛澤東曾以《古逸叢書》所收《楚辭集注》的
原版印刷一套相贈，這也是揚州與日本文化交流中的一段佳話。現在揚州雕版印刷技術已成
功申報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
1981年2月24日，揚州邗江一個農民在甘泉山田間勞作時無意中發現一顆金印，金質，
正方形，龜紐，重123克，陰刻篆文“廣陵王璽”四字，經專家鑒定，為東漢初廣陵王劉荊
所佩物。這顆印的出土還解決了日本考古界長期爭論的一個問題。日本天明四年（1784）二
月，志賀島農民掘地時獲得一枚金印，文曰“漢委奴國王”。金印于史有考，《後漢書 · 光武
帝紀》云，二年“東夷倭奴國主遣使奉獻”，《東夷列傳》云“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
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但日本學界有人認為，此印系倭國
自製，非漢光武帝所頒；還有人認為是江戶時期偽造的。直到“廣陵王璽”出土，兩相對照，
真相大白：
1、授印時間相近。“漢委奴國王”印建武中元二年二月授。二月，光武帝駕崩，明帝即
位，次年改元永平，“廣陵王璽”永平元年授，時間僅差一年。
2、印製相似。據《後漢書 · 輿服志》同姓王與藩國王印製相同，金印。鈕不同，諸侯
王龜紐，藩國印為蛇紐；印文格式略有區別，對藩國前冠以“漢”字。
3、風格相同。印面均豐滿勻稱，線條平正流暢，起結處棱角分明，兩印惟妙惟肖，幾
5 《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
6 毛奇齡：《送汪翰林奉使琉球序》（《西河合集序》十七），轉引自清焦循輯《揚州足徵錄》，許衛平點校，
廣陵書社，2004年9月版，350–351頁。
7 汪琬：《使琉球錄序》（《堯峰文鈔》卷二十八），轉引自清焦循輯《揚州足徵錄》，2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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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人之手。
至此，一場爭論結束，日本對“漢委奴國王”印極為重視，定為國家文物，現藏於日本
福岡縣博物館。兩顆金印在冥冥之中把二千多年前的揚州與日本連接起來了。
筆者對揚州與日本的交往未作過詳盡的考證研究，僅從上述所舉數例，即可看出，說歷
史上揚州與日本的友好關係就十分密切，應非虛語。
三、鑒真所締造的揚州與日本的友好關係正在發揚光大
揚州與日本關係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還是唐大和尚鑒真。天寶元年（742）日僧榮睿、普
照到揚州大明寺拜見鑒真，請鑒真赴日本弘法。從天寶二年（743）到天寶十三載（754），
鑒真出生入死，六次東渡，歷十二年，終於到達日本，不僅對日本佛教的發展做出卓越的貢
獻，而且對日本的藝術、建築、醫藥等事業都帶來重要影響。鑒真已成為中日文化交流的象
徵。鑒真所締造的中日友誼也在不斷發揚光大。
1963年鑒真逝世一千二百周年，中日兩國的佛教、文化藝術、醫藥衛生界人士，分別在
北京、揚州、奈良隆重舉行紀念活動，盛況空前。揚州在大明寺舉行了鑒真紀念堂奠基儀式。
紀念堂由梁思成先生主持設計，唐代風格，1973年落成。堂前置放石碑，正面刻著郭沫若所
書“唐大和尚鑒真紀念碑”，背面刻着趙朴初撰書的碑文。
1980年，鑒真坐像回國探親，在揚州引起極大轟動。4月14日，日本奈良唐招提寺住持
森本孝順長老一行護送鑒真大師坐像到上海，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朴初親往迎接。18日，坐
像抵達揚州，江蘇省暨揚州市各界人士千余人隆重集會歡迎。19日，在大明寺舉行鑒真大師
像回故鄉―揚州巡展開幕式和森木長老贈送的石燈籠安放點火儀式。鑒真坐像巡展25日結
束，短短幾天，前往參觀者達20萬人次。
2008年5月上旬，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日本時，揚州市組織了近120人的“鑒真故里
―揚州市民訪親團”赴日本奈良市訪問。揚州漆器廠製作了“友誼之舟”船模作為國禮，
由胡主席親自揭幕，贈送給唐招提寺。揚州文藝家們在日方歡迎胡主席的國宴上表演了揚州
民歌、古箏演奏。在奈良舉辦了“鑒真精神論壇”、市民拜謁鑒真坐像、揚州書畫剪紙雕版
印刷木偶表演等文化展示、以及聯歡晚會等多項活動，深受日本市民歡迎。11月10日–12日，
日本奈良市市長藤原昭一行來揚訪問。
2009年4月，在揚州與日本厚木市結好25周年之際，舉辦了兩市市長共同簽署的“科技
創新、人才交流”備忘錄等活動。5月，日本奈良縣知縣一行應邀來揚。8月25日–27日，“第
八屆中日地方交流促進研討會”在揚州舉行，會議以地方政府如何應對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
為議題，旨在為中日兩國地方提供決策參考。10月14日－17日，“第五屆中日韓文化交流論壇”
在揚州拉開帷幕，這次首次在首都北京以外城市舉辦。期間，還舉行了佛教論壇、祈禱大會、
書法筆會、中日韓歌會等活動，展現了濃厚的東亞文化特色。
2010年5月23日，揚州與奈良這兩個由鑒真聯繫起來的城市簽署了締結友好城關係協議
書。同年，揚州舉辦了鑒真大師像回揚省親30周年暨二次來揚探親慶典活動。中國中央電視
臺、鳳凰衛視對活動進行了現場直播，人民日報、新華社、中新社以及日本朝日新聞、日本
NHK電視臺等國內外媒體，對活動盛況進行了報導。2010年是日本奈良遷都1300周年紀念。
10月31日，揚州與中華文化發展基金會聯手在日本奈良豎立揚州鑒真紀念堂設計者、著名建
築學家梁思成紀念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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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揚州連續第六次舉辦鑒真國際半程馬拉松賽。揚州鑒真馬拉松賽事，是國際馬
拉松賽上第一個以人名命名的賽事，是中國國內唯一的國際田聯半程馬拉松銀牌賽事，是首
批中國體育旅遊精品推薦項目。馬拉松运动絕不言棄的精神與鑒真大師六次東渡的堅韌執著
精神深度契合，彰顯了揚州鮮明的城市特色。
現在揚州有鑒真圖書館、鑒真佛學院等等，鑒真已成為揚州對外文化交流的一個象徵。
揚州有着二千五百年歷史，文化底蘊深厚，與國內許多重要城市乃至日本、韓國、波斯
等國有着密切交往，文化的接受力與輻射力都很強烈，值得研究的內容很多，目前我們知之
不多甚至未知的領域也不少，我們真誠地希望得到海內外專家的支持與指點。
